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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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何祚庥

（1） 人们有可能建立一个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相

统一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吗？

a) 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在中国，樊纲教授

写了一本书，《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在西方是萨缪尔森教授在他的第19版的《经济学》里写了一篇《一个折衷主义者宣言》，呼吁“左”、“右”派的统一。当然，萨教授将“统一”称之为“折衷”。

b) 本文作者曾长期在理论物理里参加工作。在物理学史上

也有一个长期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光是粒子，还是波动？这两种理论，整整争吵了200多年。最后是在1905年，在爱因斯坦讨论光电效应的一篇论文里，引入普朗克常数h，统一为光的波粒二象性的理论。而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人们对光的本性有了更深的理解，由波动和微粒的分歧，走向“波粒二象性”的统一。这就导致20世纪的物理学的大革命，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里的纷争，至今已有150年。那么，人们能否从物理学里从争论到统一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里，构造一个新的理论，解决已持续150年之久的争吵？

或者说，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之间，我们是否也成为这两大理论体系架起一座桥梁？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是将科技进步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当代经济学就又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成就，是罗伯特·索洛等人引入一个“衡量单位总投入和总产出的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A。经济学就由“土地劳动和资本”，加上“科学技术”，成为“四个轮子”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第485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
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然停留在只讨论“三要素”的水平。人们能否也能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或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四要素”的“新”政治经济学？

这是“时代”向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不能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头脑还停留在过去。（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3月23日）
（二）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

a)价值来自劳动。价值的计量单位是
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量=社会平均劳动强度×劳动时间。
马克思曾说过，“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又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人民出版社，第57-58页。）在这里，马克思对复杂劳动的解释是很清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但在马克思时代，复杂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甚小甚小，所以“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而现在是21世纪，复杂劳动如何计量，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b)劳动价值论有一个重大推论，劳动创造的价值守恒。也
就马克思所说，“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是相同的”而“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价值量也就不变”。价值守恒定理有一个物理学的依据，也就是上面所引的“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耗费”的能量也守恒。（以上引文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60，53，5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将劳动价值学说应用于劳动生产：那么，土地、阳光和水是自然物；而如果对自然物，没有添加任何劳动，自然物里凝集的价值也就必定是0。机器、原材料等是劳动的产物，其中凝集着死劳动创造的价值。但机器和原材料自身不能从事劳动，它不能创造价值。所以，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凝集着的死劳动创造的价值（C+V）只能转移到物质产品成为添加中的价值。而劳动力的特点是可以进行劳动，属活劳动。由劳动力所产生的活劳动除补偿转移到产品中去必要劳动以外，还会产生剩余劳动，并创造新价值，称为剩余价值M。而因此，马克思导出，“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的公式，
                   W=C+V+M。”                    （2.1）
式（2.1）是马克思对里嘉图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学说进行创造性地改进、改造后，而导出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的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c)很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将他所导出的关于价值的基本公式（2.1）和古典经济学里的有关成本和利润的公式进行比较。
马克思曾进一步认为，“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W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差额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如果“我们把成本价格叫作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说，
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把利润叫做P，那么，
              W=C+V+M=K+M                    （2.2）
这个公式，就变成
                  W=K+P，                     （2.3）
也就是
           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2.4）公式（2.3）或（2.4）即是主流经济学用来计算商品价格的数学公式。只不过马克思给出劳动是（2.3）、（2.4）的“实体”的解释。（以上公式（2.1）～（2.4）的引文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0，32，33，4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c)但这里的比较，还必须补上一个逻辑推演上的漏洞。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价值C+V”，可以转化为产品的“成本价格”K，为什么“剩余价值”M，可以转化为“利润”P。“成本价格，利润”等词汇，都是政治经济学时里讨论社会物质财富或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积累、储存、分配、流通、销售、消费等过程核算时用到的概念。

在《资本论》的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段的第1句话，马克思宗明义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有用的商品的堆积”，“商品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曾明确地说，“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马克思也还在其它地方说过类似的意思。（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7～48，57页）而为什么马克思却不加证明地将他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分析、计算移用于使用价值？
但是马克思在公式（2.1）的推导中，一直用的是价值的可加性。探讨的是价值守恒定律，而由（2.1）导出公式（2.2）、（2.3）时，只是将价值分析里的“资本价值C+V”，“剩余价值M”，直接转化为“成本价格K”，“利润P”等概念，从而直接换成古典经学用来计算商品成本、售价、利润等数学公式

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2.4）

而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的逻辑推演中，实际上已假设了，仅在供求达到均衡时的极特殊情况下，才出现有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             （2.5）

的等式（2.5），然后才能从式（2.1），推导出式（2.2）、（2.3）以及（2.4）。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不甚发达的初期，如在物物交换的农贸市场的集市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均出现有（2.5）。但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却并没有证据，认为公式（2.5）永远成立。
（3） 一个新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是否也能将“知识”
或“科技×市场”也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a)我们在2015年，《当代财经》，第4期，第5页，刊出的《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数理经济模型》中，又在2016年，《中国科学院院刊》，第八期上的《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两篇文章里，以及我们最近在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集里，建议用下列算式

效用≡使用价值WS
    =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WJ
    ×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           (3.1)

作为沟通这两大经济学说的桥梁。其中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又包含了两方面内容：1）直接由科技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的放大因子NS，2）由市场竞争而导致营销效率提高，即交易成本的降低所带来的市场繁荣效率的提高因子NE，并有

                      N=NS·NE。                  (3.2)

  同时，进一步我们又采用马克思推导公式（2.1）时的思维模式，并进一步导出一个对使用价值WS和剩余使用价值MS如何计量的新公式，

                      WS=MS+C+V。                （3.3）

为使这一新公式和马克思曾给出的公式（2.1），有明显区别起见，在下文将

                       W=M+C+V                  （2.1）
分别加上“价值”的下标J，也就是

                      WJ=MJ+C+V。                （3.4）

从而使公式（3.3）和（3.4）有明显区别。

容易看出，这里引进的效用和劳动相联结公式和爱因斯坦发明的波动二象性的公式，有一些相似。爱因斯坦引入了一个有量纲的普朗克常数h。我们引入的是一个无量纲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通过式(2.1)，（3.1）和（3.2）便将两种内涵不同的经济理论，联结在一起。

为什么，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理论，有可能以如此简单的形式，走向统一？人类社会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生理学支出的能量为基础的体力劳动，另一种是以耗氧量为基础的脑力劳动。这两种劳动形式，都对人类社会积累出的财富有巨大贡献。体力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石，脑力劳动却在这一基石上创造效率，因而有
劳动×效率=效用。

或者说，

使用价值量=价值量×广义科技效率因子。
c) 但是，也有某些朋友不同意这里的建议，因为在马克思
主义劳动价值论中，没有明确回答不同品种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有可加性。而现在新引入的公式（3.3），却需要明显假定使用价值量，以及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之间也有可加性。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应用于21世纪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大缺失。马克思《资本论》所着重探讨的是劳动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对价值量进行计量。但却没有或较少对价值理论的另一侧面，使用价值的理念进行深入的分析。缺少对“使用价值量”中的“量”如何“计量”，如何“计算”。但是社会财富或社会物质财富的“计量”，都是以使用价值做为衡量的基准，而且我们还据此新给出一个可计量的公式（3.3），  WS=MS+C+V。但这里只引入一个“可计量”的假定，并不是证明！
乍一看来，这一困难问题，有可能因向西方经济学学习而获得解决。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里引入的“效用”（utility）的概念，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使用价值量十分相近的概念。而问题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有关“效用”有无“可加性”问题就一直未能得到证明！樊纲教授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提出一种解决这一难题的新思维。樊纲教授明确指出，“效用”，即“抽象使用价值”（参见《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第187页）樊纲教授解释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就使用价值看，交换的双方都能得利益’。可见，对一个人来说，不同物品的不同使用价值，是可以而且事实上，正是被按照某种共同的尺度来加以度量和比较的；而可以通约、比较这个事实，则正说明不同的使用价值对一个人来说存在着同质的东西。”

“这个同质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它的量构成对不同使用价值进行度量比较的统一尺度。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所谓‘效用’（utility），也可译为‘有用性’，其实正是这里的抽象使用价值。”
“为不同种劳动找到统一的度量尺度即抽象劳动，是马克思的功绩；而为不同使用价值找到统一的度量尺度，即效用，是‘边际革命’的产物，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功绩。而遗憾的是，无论是边际革命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至今都没有认识到它的这种意义！”（参见《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与综合》，第188～189页）
我们完全赞成并强烈支持樊纲教授这一分析，因为“分析有理”。

c)我们还能为樊纲教授“这一分析”，补充一段习近平同志早在2001年第4期的《东南学术》上，所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第32页中，对樊纲同志“这一分析”所做评述：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与综合，……使中国经济学不仅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真正成为实践的指导。”“这种观点虽然很有见地，但并不完整”。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而其实，习近平同志所提如何“完整”化的建议，也就是朱绍文老师为樊纲教授所写“序”所说，“樊纲提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第8页）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一‘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其实，实现这一“新综合”的方法，已经包括在上面所引樊纲对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的评价中，“为不同种劳动找到统一的度量尺度即抽象劳动，是马克思的功绩；而为不同使用价值找到统一的度量尺度，即效用，是‘边际革命’的产物，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功绩。而遗憾的是，无论是边际革命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至今都没有认识到它的这种意义！”（参见《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与综合》，第188～189页）

樊纲教授所说“意义”就在于这两者都同样是抽象。如果抽象劳动的概念可以成立，那么抽象效用的概念当然也可以成立！但如果在逻辑上“推敲”得更细致一些，这两种抽象，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衡量劳动的基础，是生理上的支出，也就是能量，能量具有可加性，这在物理学里是十分明确地证明的。但“效用”的“物理”的基础是什么？虽然樊纲教授指出，“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而衡量“利益”的“共同的尺度”是什么？樊纲教授并没有能明确地回答！而如果比较细致地领会一下樊纲教授在这里所说“不同种劳动”和“不同使用价值”，——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两种不相同的对象，——实际上这两个名词正好指的是同一事物！也就是所谓“不同使用价值”中的“抽象使用价值”，其实也完全可以用“不同种劳动”中的“抽象劳动”来衡量。再注意到由脑力劳动或知识所贡献的效率因子在物理里是无量纲量。所以，人们将完全可以用抽象劳动也做为衡量效用尺度。这也就是前文所引入的表述，
效用=劳动×效率。

（四）一个显然的疑惑是，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理论？！它能为上述两大对立的理论，解决什么问题？
a)对于劳动价值论来说，这里引进的效用和劳动相统一的新
理论将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里解决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呈现何种关系？能否认为复杂劳动等于“几倍”的简单劳动?
物理学的研究，离不开数学计算。但物理学能否用数学来计算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个准确的计量单位。这就是放在法国巴黎国际计量中心所确立的cgs的标准计量基准。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认为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是人类创造‘价值’的唯一来源”。这就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里，提供了一个公平合理的可以计量的“尺”。
d)我还能讲一下，在经济学中引入标准“尺”的重要性。我在1947年，曾听过数学系的段学复教授讲授高等微积分的课程的一些经历。微积分基础是实数，这些实数能否相加相减，这是任何数学理论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所以，数学家来介绍数学理论，首先讨论“什么是1”？只有将“1”定义清楚以后，才是说为什么“1+1=2”。段老师的第一堂课，就是讨论“什么是1”，足足讲了一个小时。如果我们将这段老师讲的“什么是1”的问题，移用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就是首先要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所定义的“1”，或马克思所定义的衡量关于价值的“标准尺弄清楚”。
问题是，在数学理论里，如果有两个表面上相同的“1”，实际上并不全同，那么，两个不全同的“1”，就不能相加！在初等算学鸡兔同笼的习题里，我们就学过

             1只鸡+1只兔≠2只鸡兔。

劳动价值论，遇到的恰好是类似问题。劳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简称为体力劳动。另一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或简称为脑力劳动。在劳动价值论里，显然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体力劳动+脑力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能很详尽地讨论脑力劳动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的话，在现代社会，就再也不能忽略脑力劳动的贡献。
我们的建议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应改为相乘的关系。也就是在上文所谈到的

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效率
=使用价值≡效用。

c)在中国的学者群中，当然已有一些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理论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两类劳动，简单劳动是包括脑力劳动较少的体力劳动，复杂劳动是包含脑力劳动较多的劳动。这两类劳动都创造价值。或者说，他们希望用下列等式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甲+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乙，
用作计量的公式。

问题是，这些学者没有能科学地应用马克思所定义的标准“尺”，来讨论这两类劳动如何创造价值。而是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过一段“等于几倍”的话，认为这两类劳动的差别，就在于前一个是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地创造价值，后一个是“成正比”地创造价值。问题是：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甲”

+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乙”=等于什么？
这就涉及段老师给我们讲过的“什么是1”的问题。为什么由简单劳动所创造“价值甲”所定义的“1”+由复杂劳动所创造的另一种“价值乙”所定义的“1”，是可以“相加”的“1”？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这两个“1”，必须的完全相同的“1”，然后才能说
             “1”+“1”=2。
但如果引入樊纲和我们所建议的“效用=劳动×效率”的理念，也就是劳动所创造的
使用价值≡效用=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
+复杂劳动所创造的几倍的“使用价值”，
这一词之改就没有上述什么是“1”的困难！——问题是，中国有不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坚持”用上述在数学上完全不能成立的“公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d)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群的偶然的失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有一本由许多著名学者编著的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2012年第1版和2016年出版的第2版的第43-45页，在讨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的两节教材中，就存在不少上述在形式逻辑上完全不能自洽的议论！而在该书的第44页上，甚而写下一个关于劳动生产率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义：“劳动生产率可以由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表示，也可以由生产单位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用公式表示为

劳动生产率=产品量/劳动时间，

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产品量。”

这就发生一个形式逻辑学里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一个科学概念，可以有意义上完全相反的“两个”定义？然而，这本印了几十万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竟然发生如此“低级”的错误！

然而这是由许多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和审定的，并在许多著名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经济学院里普遍推广的一个标准的列为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
（五）更重要的是适用于19世纪的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里所
给出的有关价值量的计量公式WJ=MJ+C+V，已完全不能用来讨论21世纪的当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或衰退等数量经济学的计量。而这里提出的计算使用价值量的新公式WS=MS+C+V，却有可能弥补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在研究生产力如何发生发展问题时所遇重大困难。
a)讨论当代社会的经济里增长还是衰退必定要用到经济统计数据。但如果认真追究一下，现有这些经济数据统计，其计量基础都是“使用价值”或“效用”（utility）的数据。而当代中国却有不少“坚持”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学者却往往是严厉批评边际效用的经济学是主观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学。但这些学者运用劳动价值论讨论起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却又使用描述“效用”的这些“唯心”的统计数据，来讨论他们所定义的价值和价值法则在实际经济问题中的体现，而且还特别喜欢指点江山，评价得失。试问，这类缺乏科学性的议论，有什么使用价值？ 

b)举一个真实存在的例子。当前中国正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已由平均约为10%下降到6.5%。最为重要的原因，有相当一些经济领域，其“全要素生产率”呈不断下降趋势。所以，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呼吁中国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希望通过创新活动，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量公式里，根本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而且还有一些“固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的“学者”，还十分喜欢批判，“全要素生产率”是资产阶级用“主观唯心论”，加深剥削劳动人民的新方式！现在却由中国共产党人提了出来，做为深化改革、科学创新的重要方向。而那些从事理论宣传的‘媒体’，却往往“被”要求宣讲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于是，这些宣讲者，写文章者，只好“王顾左右而言它”！

c)但是，在我们所建议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论，或“劳动×效率=效用”的新价值论里，却很容易地证明，在边际效用论里引进的索洛余值A，其实是和我们在公式（3.1）和（3.2）中，所引入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十分接近的概念。
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给出一个关于商品的价值如何计量的基本公式，

W=M+C+V          （2.1）
在我们所写的论文里，又改写成

                          WJ=MJ+C+V，            （3.4）

也就是将W和m加上“价值”的下标“J”。而由于现在为了计算剩余使用价值MS，当然就将计算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符号，也加上“使用”下标“S”，并将MS的计量公式写成

                   WS=MS+C+V。                   （3.3）

其中，

                    WS=WJ·N                     （3.1）

而

                N=NS·NE                     （3.2）

而因此，式（3.4），（3.1），（3.2）和（3.3）便组成这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
容易看出，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里，所谓索洛余值A，其实是假设某一年代GDP里的A≡1，而在今后的年代里就要引入A，对GDP的实际数值进行修正。注意到公式（3.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可令上述长达千年以上的公式（3.4）中的N=1，也就是那一时期的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而在后来的发展中，GDP的数值将不断增加，因则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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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3.4），（3.3），将不难将（3.5）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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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此，在我们所给出的新劳动价值论里，可以充分引用世界各国对“效用”的各种统计数据，而完全没有“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困难！                 

（六）新建议的劳动和效用统一的价值论还将深化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尤其将有益于“改革”对当代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关系的研究。

a)容易注意到，当代中国，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关注于研究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尤其主张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许多现实问题。这就涉及如何具体应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导出的计算剩余价值MJ的计量公式，即上文给出的式（2.1）或（3.4），来计算剥削量。而早在1921-1950年，中国共产党人，曾成功应用这一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计算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计算它们的剥削量，应用于当时的土地改革和革命斗争，而且获得巨大成功。

问题是：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只占中国整个经济总量的10%。那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其计量的基础，实际上仍以中国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为依托。或者说，在6亿人口的旧中国，仅有数量上还不到100万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贡献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所以，在那一时期，用劳动价值论，也就是用公式（2.1）或（3.4）来进行阶级分析，可以说，相当科学而有效。问题是，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市场竞争的创新等脑力劳动，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公式（3.4）中的N的数值，早已是N＞＞1!而如果仍然沿袭传统的朴素的劳动价值论即以公式（2.1）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今社会，所得结论必定出现重大错误。

b)举例来说，当今中国一些“坚持”传统劳动价值论观点的一些学者，正在拼命攻击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中国已经进入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人写文章说，中国新出现的权贵资产阶级正在对中国的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进行‘超’剥削？其理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曾认为，“剩余价值，也就是MJ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来源”。

问题是：当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来自科技进步NS和市场竞争NE，所引起的巨大的“效率”而形成的积累。或者说，是在脑力劳动强烈影响下的剩余使用价值MS，才是现代社会积累的唯一源泉。所以，人们已再不能再用已过时的公式（2.1）来计算剥削量，而是必须从实际的经济数据从公式（3.3）中计算出剩余使用价值MS，再利用式（3.1）和式（3.2）以及（2.1）求出剩余价值MJ。这才是真正准确的来自资本占有的剥削量！然而，中国的某些深陷教条主义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完全不知道在科学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用新导出的公式（3.1）（3.2）、（3.4）和（3.3），再计算出式（3.4）中的MJ后，才能妥善地计算出剥削量。而因此，他们的这些“过时”的阶级分析以及所发议论也不再正确，甚而陷入极端错误。

（7） 同样重要的，是这里引进的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价
值论能为边际效用论带来新思维，同样能补充或匡正边际效用里的某些缺失。
a)应该肯定，边际效用论，在解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上，
也有它的重要贡献。第一，“物以稀为贵”。这是中外民众广泛认同的经济思想，不能不予以尊重。

第二，所谓“边际效用论”，其实也是中国民众长期积累下来发展经济的重要经验的总结，这就是邓小平所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应如何改革？谁也提不出完整的意见，只能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再走下一步，再总结。这非常像“边际效用论”里“走一步，瞧一步”的短期“发展”的思维模式。

第三，近年来，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持续发生作用，中国经济不断下行，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但由于我们不论在科学技术上，市场发展成熟程度上，仍和发达国家尚有一巨大差距。而如果继续本着“摸着石头”的方法，继续推行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坚持虚心向先进国家学习，结合中国特点择善而从；如林毅夫教授再三指出的，中国仍有追赶发达国家持续发展快速上升的后续空间，仍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以中等发展速度，如6%~7%，持续发展一个时期。而当然，如果不虚心体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已了不起，就仍可能遭受重大挫折！

问题是，第四，如果再往下走，就不能仍然是“不问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了。而是要问，我们能否创造出“超越经验”的，更有优越性的新花色品种，“花猫”？而且，也不限定是“猫”！这就需要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式思维，转向创造新的花色品种的“创新”思维。

乍一看来，这可能是对边际效用论的重大打击。但是，边际效用论也有它的“创新”。这就是索洛教授引入的索洛余值A，只不过A的数值大小，仍由“经验”来确定。但由于弄不清楚，“余值A”究竟包括什么具体内容，只好笼统地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而毕竟这一“经验”式思维仍能帮助我们持续前进。

然而，经验式的思维模式，总是要向理论性的思维模式发展。将劳动价值论引入边际效用论后的一个重大改进，也就是为索洛余值A，给出了新的解读。如我们在本文的第三节里的公式（3.1），（3.2），（3.3）以及（3.6）所指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质是两类创新：1）科技创新；2）市场进步。

b)而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论，现在就有可能上升为完整的劳动和效用统一的价值论，有望站在更高的价值理论的高度，来“反思”经验式的，边际思维的局限性。

本来，何谓“效用”，也一直是古典经济学里，没有完全说清楚的概念。其最大的困难，就是“效用”为什么可以相加、相减，甚而可乘、可除。虽然有基数论，即引入一个抽象的Util为基数，为边际效用论做一些解读，但人们并不认同。较好的一种回答，是引入序数论，用一根有弹性的橡皮筋可以伸缩，而前后次序不会颠倒，来解释何谓“效用”。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认为效用可加、可减！针对这一大困难，先后有多位边际革命大师们提出改进办法。其基本的思维模式是：所谓“边际”的概念实际上来自微分学里分子和分母的微分量的相除，或又称为微商。虽然序数论里效用序数的排列具有不均匀性，但这类的不均匀性有可能因为上下的“相除”，而缩小计量的误差。（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第69页）所以，从“计量”的观点来看，即使“效用”没有可加性，但它们‘边际’却仍有一定的可信度。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往往很少谈效用价值论，而更多地只谈边际效用论的原因所在！

而进一步的发展，是人们在应用边际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还构造了一整套边际逻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们的分析，设法归结为什么“最后1美元所得到边际效用的时候，该消费者就会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效用”，（同上，第69页）等等。但从我们这些熟悉严密数学逻辑的理论物理学者来说，实在难以接受这套说服力不强、漏洞很多的边际“逻辑”！

而现在，在我们所引入的劳动和效用的统一价值论，或又称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论中。就由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已有马克思证明过的，在数学上存在着可加性。而我们所引入的效率因子，在物理学里却属于“无量纲量”；有量纲的“劳动”，乘上无量纲的数字后，新构成的“使用价值量”，就当然可以相加。而因此，只要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多次谈到的使用价值量≡效用量，而且加上这里给出的新的“论证”；就不仅可以认为边际效用论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理论，而且以劳动为计量基础的效用价值论，也是在科学上可以严格论证的理论。也就是这一新理论同时也为效用价值论科学基础的奠定，解决了大困难。而因此这一新理论一方面扩展了边际效用论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探讨所谓纯“边际”思维模式，有哪些局限性，哪些是错误。
c)在效用价值论里，引入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作为计量尺度后；这就不仅为现代社会里，如何计算各式各样效率不尽相同的“劳动”所产生不同的“效用”，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也为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如何计算投入土地、资金时所产生的效用多少和边际效用的大小，提供了理论解释。

土地、阳光、水都是自然物，它们都具有极大的使用价值。但土地虽有售价，却忽高忽低，而阳光和水的售价，却总是零。

为什么在内蒙古沙漠地区的土地价格曾降到1.0元/亩，却仍然无人问津。而北京城区土地，仅使用权也要拍卖到几百万元/亩，却找不到出售者！原因就在于内蒙的沙漠地，所投入的劳动，接近于0，而且产生不出对人类有效用的使用价值。至于北京城中心的用地，不仅有来自北京市政府的“七通一平”的高投入，而且还由于地处中国首都，可以对社会产出极大极大的效率因子，“劳动”乘上“效率”就是“效用”。因此，每亩地的“效用”的售价就可以高达百万人民币之多！

至于阳光和水，虽然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可以有极大的“效率”因子，但因为阳光和水可以不劳而获，所投入的劳动是零，高“效率”的放大因子和零劳动的乘积仍是零。但是，在沙漠里的“一袋水”，必须是劳而后获；而且，沙漠里的“一袋水”，对延续生命的“效率”，还比同样重量的黄金，所能延续生命的“效率”，还要大出许多；所以沙漠里“一袋水”的售价，甚而比黄金还高！

    d)复杂的问题，或一时难以弄清楚的问题，是“钱是否能生钱”？这涉及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钱的支付或借贷是需要耗费劳动的。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写了一个镖行，从杭州西湖运送一批黄金和一位有身份的长老到武当山，为此，付出惨烈的代价。但是，当代互联网的高度发达，以致被称为M2的货币的调拨，其交易成本就降得很低很低，实际上已差不多是零。所以，全世界的活期存款的利息，就降低到只有0.01%！而且，有数据说，全世界已有1/3以上的大银行，都改为负利息！因为替存款人记帐存取，要付出劳动。负利息，即是存款人要付给银行投入劳动的代价。负利息的出现。这在“纯”边际效用论里，是难以解释的事情。而这里新建议的劳动和效用的统一论，就有可能给与较好解释。
利用新提出的劳动的效用的统一的价值论，还能回答炫耀式、奢侈品、古董文物以及毒品等特种商品，在市场上的售价，何以会忽高忽低。当然也能较完满地解答马克思《资本论》没有讨论的问题，葡萄酒疑难。

e)劳动效用统一论，还能帮助边际效用论彻底摆脱，所谓在边际效用的思维模式中，必然包含的，所谓“土地、劳动和资本”是 “三位一体”的庸俗的学说的批评。因为利用本文给出的公式（3.1）和（3.2）、（3.3），以及（3.4），人们将能从效用的统计数据计算出剥削份额，也就是这里完全可以继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着重研究过的阶级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的阶级斗争，已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必须服从于或适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较次要的地位。
（8） 这里新引进的劳动和效用的统一价值论，还能为边

际效用论，彻底去除古典经济学里的一个重大错误。——这就是从边际效用论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整套边际逻辑，几乎是必然而然地会导出一个十分错误的结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必定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佳”选择。

a) 最近，在网上读到不少“新自由主义”已死，以及它的

化身，“华盛顿共识”也已死的许多议论。但仍有不少朋友相继指出，存在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常常出现“死而复生”的这种奇特现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某种常识，成为一种霸权”。

在中国，由于拒绝了“休克”疗法的变种，“阵痛”疗法，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尚未在中国“形成霸权”。但一有风吹草动，经济发展出现某种困难或下行，就总有不少学者，呼唤用新自由主义的“复生”，用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来“救世”，或“救市”。

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在西方经济学里，除发展了有一定科学根据的边际效用论以外，还在一系列很特殊的假定下，发展出一整套的“一致均衡论”。发展出所谓通过“公正、平等而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达到“一致均衡”状态的理论。而由“一致均衡”所导出的“帕累托最优”，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所以，新自由主义虽然屡经人们宣布“已死”，却总在适合条件下，重又“死灰复燃”！

b)在中国有一位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这就是茅于轼教授。在茅于轼教授所写《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一书中，就很直率地说，“为什么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我刚才讲的，接触过主流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一般均衡下做自由选择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主义”。（第15页）而落实到中国经济应如何发展，也就是都反对易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以公有制为主体”，认为“这句话迟早要改”。（第22页）

当然，更重要的，其所持理由，也就是茅于轼教授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一书所写的，微观经济学已证明了“所有商品的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这才是一般均衡”，而只要满足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出现的）的价格，就可以实现每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参见《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的第5页）

这就是茅于轼教授等多位主张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学者，坚持中国的发展要以自由主义的思想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由。

试问这些学者的意见是否正确？最近，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CCB讲座教授，署名为文一所著的一本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此书有专门的第五章，集中讨论“华盛顿共识与制度学派的谬误”，而且还集中地批评了“一致均衡论”的错误所在。在此书第172页，还列举了一般均衡论的“推导和证明基于以下一系列在现实中非常难以满足的条件（或假设）”：其中有，1）完备（完全）市场。2）完备（完全）信息。3）价格接受行为。4）无外部性。5）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市场结构的非凸性。

文一教授还指出，“可以利用一套数学工具严格证明”：由上述假设，特别是由“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市场结构的非凸性”，必然会导出“一致均衡”的必然结论（参见上书，第172~173页）
c)对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来说，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第5假设，函数的非凸性的假设。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所谓一致均衡论之所以“导出”，在数学上完全是由于这一十分牵强附会的“假设”，也就是效用函数的非凸性，所导致的结果！

从数学演算的观点来说，应用“边际效用论”来讨论经济学各种基本问题时，有一个“原则性”的困难。这就是各位边际革命大师，都认同“效用”不可计量，而唯一能在数学上不很严格的，但仍可计量的“量”，是效用的微商，也就是它的“边际”。所以，在应用边际经济学于具体问题研究时，就要设计出一套边际逻辑来对各种经济现象进行“边际”分析。

问题是，边际效用论者，在讨论经济现象有无均衡态，如何定义均衡态，这样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时，也还要想出种种办法，将它们的论证，归之于“边际”参量！从微积分学看来，所谓“边际”，在价格和数量为座标的供求曲线上，就是两个微分量上下相除的微商。但是，讨论某个市场是否供需均衡，有无均衡点，却无法仅用到导数所确定的斜率，来给出严密的均衡态的定义。所谓供给和需求的两根曲线的交汇点，也就是均衡解，至少也需要有两个能描写供给和需求的二元联立方程，并求出它的精确解答。解析几何里所定义的一根曲线是由某一函数中的一组参数来定义的。一根直线要有两个参数来定义，两根直线，就需要4个参数来定义。而“边际”分析，却总要设法将联立方程式所定义的均衡态，以及两根曲线所定义的均衡点，均归结为“边际”！
e)举例来说，在我们所写《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数理经济模型》的论文中，就明确指出，在讨论市场经济里的均衡价和均衡量时，其最简单的对供给和需求的描述，就需要用两根直线，来定义某个市场的衡态。下面是这一最简单的线性供需均衡模型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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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接近真实变动趋势的示意图
和反映上述两根直线的联立方程组

QD=-PD·n + aD，        (8.1)
               PS=QS·m+ bS。         (8.2)
由上述示意图，容易看出，描述一个最简单的供需均衡的市场经济，最少需要有4个参数，也就是在边际参数m，n，以外，还要增加两个截距bS，aD，也就是需要有 n，m，aD，bS共四个参数，才能完整地来定义某个均衡态。其相应的数学解答，（8.3）和（8.4）中的均衡价PE和均衡量QE也将由4个参数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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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引入这一模型的突出优点是：1）将能综合地讨论“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在通常的《经济学》研究中，更强调的是“单因素”的分析方法。2）可比通常的边际模型中难以调控的“边际量”，增加了易于宏观调控的两个截距，最低售价bS和最大需求aD。这就为下一步的工作，如何从劳动和效用价值论进一步导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但从边际效用论看来，这里只有两个边际参数m和n，才是可靠的数值，而新添加的最小出厂售价bS和最大需求量aD，在边际效用论里却并不是有可加可减性质的可靠的数值。或者说，从边际效用学者来看，上述由两根定义的线性供需均衡模型，并不是在经济学里上可以成立的经济模型！
为保持数学计算上必要的严格性，在边际效用的理论框架中，就总要在它们的计量的经济模型中，尽量设法去掉座标上的两个截距bS和aD以后，才能承认这才是具有一定数学上是严格的可靠的模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牵强附会地，加上许多不切实际的，函数的非凸性的假设！
f)在我们所写《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书的第185~187页，曾定性地指出“一致均衡论”，在茅于轼教授所写《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是如何用一套完全不现实的假定，包括数学推导上的错误，千方百计地设法在计量公式中去掉两个截距bS和aD后再推导得出的结果。为适应经济学者们的需要，这里新补充给出较详细的证明和讨论，但由于这里用到的数学仍较多。为便于经济学家阅读起见，已在本文后面专门添加了一段附录1。
从后面所写附录1，完全可以认为，所谓已有“一套数学工具的严格证明”的“一致均衡论”，其实并不严格。所谓证明的“严格”性，只是在极其特殊假定下，如必须保持函数的非凸性，……才“严格”地导出他们却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所以，新老自由主义者所竭力推荐的“一致均衡论”，只是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出现的一种假象，并经不起科学严格性的“推敲”！
（九）下面举出一例。如果在供需均衡模型里存在着某种破坏“效用函数的非凸性”的非线性效应，那么这类非线性的供需均衡模型，就将直接破坏市场经济的“一致均衡”。

a)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18版一书，曾讨论过，可出现向后弯转的供给曲线的许多图形。
这里有一个我们新制作的一张图。原图取自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8版一书的第137页所给出的向后弯转的供给曲线；但现在新加上一根直线形的需求曲线产和原图中的供给曲线相交。
[image: image9.emf]
此图的特点是，这一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S，再加一根需求直线D时，就必然出现两个均衡点E2和E1，而当然也不排除只有一个均衡点的切线解，也可能是两根不会相交的无解。所谓“无解”，也就是根本没有均衡态！
对于向后弯转曲线的最简单的描述方法，是将直线方程中引入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最简单的描述是修改为二次式的抛物线。

问题是，如果一根直线形式的需求曲线就和抛物线形式的供给曲线相交，却可能在物理区得出两组数学上严格的均衡解、切线解或无解。而如果又将上述有非线性修正的两组解答的均衡态，引入一致均衡的分析时，新古典经济学“严格证明”的“一致均衡”，就至少有两组“一致均衡”，或仅在极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组“一致均衡”。而哪一个解才正确？而如果人们又将“无解”的上述非线性供需均衡模型，引入“一致”均衡论的分析，就只能说，根本不存在这种“一致均衡”！所以，仅从劳动和效用统一的价值论有关均衡态的定义的一个简单的讨论出发，也可以看出，所谓“一致均衡论”的严格证明，完全是在错误的，“很不现实”的假定下，才能导出的“严格”证明！

而当然，如果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某些时期，在某些局域的市场上，也有可能近似地出现满足“一致均衡”的那些理想条件，因而充分利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失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方法。而重要的是，更需要经常地伸出那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通过两个截距bS和aD的宏观调节，做为市场失灵的补充！

（十一）但是，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是，已经有大量的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表明所谓“一致均衡”，以及“帕累脱最优”状态，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而且现实的经济系统还屡屡出现各种“市场失灵”的事实！那么，为什么这些新老自由主义者，都始终坚持这些已过时的理念！

a)当然，这里除了是因为有些人出自意识形态的原因，判定公有制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上的理性经济人以外，还有一个“绝妙”的说法，茅于轼教授就在他们杰作，《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的161页，曾写下他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语录”：

“当理论和实际矛盾时，90%以上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参见16页）
而在他所撰写的别的书或在他在网上讲话时，常常转述这段话，有时甚而将“90%以上”，改为“99.9%以上”。而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然出现的如此大量的市场失灵的“事实”，就无法再“怀疑‘实际’是个假象”！
而微妙的是，茅于轼等人也有他的“奇妙”的回答。茅于轼曾注意到在科学史上屡屡出现过一种史实是：

“但当经过仔细的核对那个事实是真实的，我们就面临着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同上，161页）
应该说，茅于轼根据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科学创新经验，已然看出当代经济学已出现有“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而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十分正确。问题是，茅于轼却不相信当代经济学以及他本人，已面临科学史上难得出现的重大机遇！接下去，他又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而这种幸运的机会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同上，第161页）
于是，茅于轼教授， 就完全错失了“这种幸运的机会”！

而如果反过来自问一下，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中国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你们是否也将和茅于轼教授一样，也将错失了这种幸运的机会？！

附录1    为什么说市场经济里“一致均衡论”只是利用理想化的特殊的数学假定，才推导出“一致均衡”？
a）在茅于轼教授所写《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的第56页中，在用效用函数推导供给曲线时，就有如下一段文字：

“令u表示某人在一定时期内从消费商品所获得的效用总量，由于我们暂时按基数效用理论来解释，（注：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茅于轼教授是深知基数论的非科学性的，但他又要表示他的推导，是严格的数学的推导，所以这里加上了“暂时”二字！）因而u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度量的量，它的大小显然与某人在一定时期内消耗的各种商品的数量ｘ1，ｘ2，...ｘn有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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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考察第i种消费品的消耗量ｘi如何提供给该人以效用。当其他消费品的消耗量固定在某一值时，u与ｘi的关系正如（18）式所定义过的，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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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ｘi）函数具有三个特点，即由（3-2）式有：

u（0）=0                      （20）

人有多多益善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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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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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疑为茅于轼教授笔误，应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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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茅于轼：《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试问为什么我们在“边际效用模型”里，看不到“截距”u（0）对“一致均衡”的贡献？原因就在于在“边际效用模型”里必然应包含的截距的u（0），却通过式（20），人为地令u（0）=0！
但问题是，茅于轼之导出式（20），实际上只是“假定”u（0）=0，并没有能“证明”u（0）=0。原因是公式（19）中的被积函数是偏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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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后的表达式必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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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茅于轼声称可推导出公式（20），即u（0）=0。其实这完全是数学上错误的推导！只不过是茅于轼用某种数学“表演”，来掩盖所谓“一致均衡论”已有“严格”科学证明的虚假性！

所以，所谓u（0）=0的说法，完全是人为的假定！但这一错误，就使得在边际效用模型的计算中，完全排除了u轴上截距，即u（0）对均衡的贡献！下面可以看到，正是这一错误，就将劳动创造的价值对纯效用价值论的“修正”，排除在“供需均衡论”之外了！而如果人们也将类似的讨论应用到上述用2根直线来描述的供需均衡模型，那么式（2.2）中的bS≡0，也就是在“均衡态”的“解答”上，也少了一个参数！

b)同样‘妙’的是，在茅于轼所介绍的“供需均衡论”里，也看不到需求曲线在需求轴上的截距对供需均衡的贡献。而因此，我们也必须设法去掉式（2.1）中的aD，只剩下描写边际效用的两个参数！不过，在需求曲线仅为直线的条件下，是无法令aD≡0的！实际上，他们是用“非凸性”的曲线，也就是设法令aD=∞，使得需求曲线永远和Q轴不相交！其办法是引入流行于西方经济学里的萨依定律。萨依定律说，“通过完全自由竞争，供给会自动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也就是市场所能容纳的供给量是无限大。反映在需求曲线上，就可以用一根非凸性的双曲线，例如，用“PQ=常数C”，这类仅有一个参数C的曲线方程式来表示萨伊定律。这就使得需求曲线永远不会和描述需求的Q轴相交！在某个真实的市场中，这当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和实际情况并不符合的一个不甚合理错误的假定。而一旦有了这样的假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必然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等经济危机！所谓凯恩斯革命就是用有限需求论取代无限需求论这一大假定！而当然，如果在边际效用论的框架中导出“一致均衡”状态，茅于轼一书，当然也不得不引入这一大假定。而问题是，茅于轼竟把这一假定，又说成仿佛是理论推导出的结果！在茅于轼的《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里还有如下一段话：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从本质上看，把价格看成是择优分配得到的统一边际值。从消费来看，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将价格看成是一种有限供应的商品在消费者之间分配，使全体消费者所得的总效用为最大而得出的统一边际效用。如果能够这样考虑，这的确是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但这样考虑问题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即不同人的主观效用无从比较，更不能相加，因而全体消费者的总效用也就不存在。”（注：这也是很“妙”的一段话。茅于轼教授明明是深知基数论的不可比较，不可相加的缺陷，但却将这一缺陷，说成是因而总效用也就不存在。这就是“被”称之为“严格证明”的科学基础！以上引文，均出自茅于轼：《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163页，）

因为“总效用也就不存在”，所以这一需求曲线和需求轴就不会相交，也就是这里实际上是人为地设法令（4.1）中的aD=∞。因为如果出现有aD等于有限量的“有限需求”，就很难保证供需曲线一定有均衡解，当然更谈不上有一致均衡论。这就是那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捧得极高的“一般均衡论”的所谓“严格”的数学证明！

c）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还有一个也是吹捧得极高的“帕累托最优”。理由是，正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边际效应”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边际效用的“一般均衡”，也就必然自动出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略为仔细一些考察一下它们的推导，原来这里又引进一个“前提”，这就是茅于轼一书所说，“如何在商品总量有限，各个家庭收入有差别的情况下，使商品的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境界？”而回答是，“除非损及某部分人的效用值，否则不可能使任何一个家庭的效用有所提高。这样，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即各个家庭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都必须相等。”（茅于轼：《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也说，所谓“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其出现的条件是，社会无法进一步组织生产或消费，以增进某个人的满足程度，而同时却不会减少其它人的福利。或者说有效率的情况是指：无法在不使别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的情况下让某个人变得更好。今天，我们已经懂得：在一定条件下，包括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会显示出配置效率。在这样一个制度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有效率的，没有一个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他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的情况下变得更好。”（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茅于轼和萨缪尔森的这两段话均写得“学院气十足”，很多人难以看懂！但如果把这两段话‘翻译’一下，所谓帕累托最优境界，是说富人和穷人都平等地以同等的“边际效用率”而均衡地上升，但是决不能用剥夺富有者多余的财产的方法，使所有人在私有财产近似均等的条件下，以同等的“边际效用率”而均衡地上升！而根据这样的理念，所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往往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在中国所推行的“平均地权”的政策，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背离“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政策！然而这完全是在不合理假定下，用数学“证明”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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